喧嚷自主的音樂時代（1981-1990）
政治社會解構的關鍵十年

80年代的台灣流行音樂在現代主義的思潮中積極尋找一片屬於自己的園地，透過許多的力量表現自己的存在美學，這些是80年代台灣新生重建的力量，包括了媒體宣傳、市場機制、現代主義文學的衝擊以及青年文化崛起。在此轉化的過程中，政治社會的轉型實屬歷史大務，尤其是「解嚴」一事不僅代表政治工程的新階段，同時也反映了社會民心的氛圍。80年代的關鍵十年對政府來說，努力在國際現實與中國打壓之下爭取成為被認同的民主國家政治實體，同時又需安定台灣內部多年來的焦慮與不安。另一方面，社會氛圍在這關鍵十年裡，自我壓抑型的社會漸漸邁向多元對抗的社會，從社會運動的面向透析這股力量的逐步爆發，民主運動、青年反文化意識、消費自主行為以及自由經濟市場機制等等。台灣大時代環境的蛻變，對於流行音樂的創作與唱片製作帶來震撼。
因應這股巨變，這一段時期的唱片公司面對國際市場的競爭與快速自由市場的消費力，經營方式與製作型態必須轉變。如何嗅到市場的需求？如何面對國際品牌大軍壓境？如何決定民歌風潮之後音樂的走向？這些問題反覆的出現，縈繞在唱片公司的領導階層或是製作人腦海中。此外，音樂唱片製作的工作逐漸制度化與市場化後開始形成主流唱片公司，也成為這時期最要的特色，在這段期間唱片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地大量湧現，例如：段鍾沂、段鍾潭兄弟於1981年成立滾石唱片公司；吳楚楚與彭國華離開滾石唱片於1982年成立了飛碟唱片公司，日後成為唱片業界兩大巨擘，在市場與媒體彼此競爭，改寫了流行音樂市場的新面貌。這時期的流行音樂在質與量的表現上都相當耀眼，在台灣音樂與文學歷史上受到矚目而有一席之地。從文化學的角度來看，這段時間的音樂形態與風格無論在作詞或曲風都有新時代的文學與藝術地位，凝聚成一股新興文化勢力，實現青年自我表達與暢言時代議題的歷史使命。
政治上的解嚴對台灣的社會產生一連串的效應，人心逐漸從壓抑年代被解放，在青年人的潛意識中，凝聚著一股反霸權力量的台灣意識，對照當時中國的外交壓迫、宣布港澳回歸以及國際上文化強權的侵略等。報禁與黨禁解除意味著思想自由與歷史的重建正在進行著，流行音樂的創作人如同新文學運動的作家一樣，尋找一種對抗所謂「大敘述」的文化霸權論述。在「後殖民時期」的現象中，台灣正面對著青年世代的崛起，一方面重建歷史記憶對抗統獨意識，另一方面自我解構，尋找本土的真實意義，這也是鄉土文學論戰的一種延續。在文學上「鄉土」的定義各自解讀，例如：對陳映真、尉天聰等作家而言，鄉土應該是指中國鄉愁，然而對於對葉石濤、李喬等人而言，應指此時此地的台灣意識。由於語言的爭論與方言的限制，在流行音樂的市場上產生不同的結果，使得國語唱片製作蓬勃發展，台語唱片市場投資卻步，操作手法必須轉戰西餐廳與夜市。
民歌精神融入流行音樂的風格
在70年代流行傳唱的民歌，對於青年人所標榜的是一種對自我文化的認同，也是對社會時尚的一種反抗，鄉土並不等於俚俗或者未開化的象徵，尤其是以知識份子自居的青年世代意圖表達認同的符號，藉以連結彼此社群的力量，在主流或強勢文化底下，尋找屬於自己的歌曲。然而，民歌的精神主要在於「唱自己的歌」，所要傳達的意念至少有兩個方向：第一，找尋自身的文化命脈，對占據媒體的主流國語歌曲之反動，第二，歌曲不在於娛樂，而在於用青年人眼光表達對世界或社會的看法、觀點。到了80年代，民歌運動已進入尾聲，這兩股力量仍舊持續進行並轉化到新風格的流行符號裡，在這段青澀苦悶的年代裡「抗議歌手」開始嶄露鋒芒，以所謂「黑色旋風」的抗議姿態，將流行音樂的意涵轉向到關注社會議題的抗議歌曲型態。
我們還記得在70年代新聞局對廣播電視媒體的審查，流行歌曲為免於被查禁，而使商業利益受到損害，因此國語流行歌曲的創作盡量符合官方審查的標準，而民歌出於校園青年，以清新俊逸、誠懇樸實的歌謠型態廣為流傳。自此開始，兩股風潮漸受大眾喜愛，樂迷的年齡層有拓寬趨勢，顯示這兩股潮流逐漸相互影響，使民歌創作美學流行化，而國語流行歌曲中詞曲唯美意象亦逐步寫實化。其中最為人所樂道的歌手，正是跨越這民歌風潮與流行搖滾邊界的「黑色旋風」羅大佑：
1981年，一個年輕人拿著一捲demo帶，四處找尋願意發行的唱片公司。在連連碰壁後，當時剛成立的滾石接下這個案子。1982年，這個年輕人出版了第一張個人專輯，釀成一股風暴，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至今餘波未息。

於是，滾石唱片為羅大佑發行的第一張唱片《之乎者也》開啟了台灣流行音樂的新曲風路線，將民歌、雷鬼以及搖滾融合，帶出都市文明的矛盾與迷思，羅大佑之後唱片例如：《現象七十二變》（1983），諷刺傳統儒家思想，批判社會的自我矛盾，將聽眾帶向前衛，藝術與商業同時操作的手法超越了社會運動的論述，也跨出了知識份子的界線，反映多數聽眾無可言語的心聲。另外，飛碟唱片也邀請了李壽全擔任製作，打造了顛覆傳統印象的女歌手蘇芮（與黃鶯鶯、蔡琴、與王芷蕾被稱為「飛碟四大女將」），黑色搖滾的視覺形象於1983年推專輯《一樣的月光》搭配電影《搭錯車》的主題曲而一舉成名。李壽全將西洋搖滾的時代精神納入了對台北意象的認知，傳達對人文與自然環境的關懷，同時反省時代的變化。而在民歌時代所蘊育的人才，正巧在80年代紛紛投入唱片業，造就了許多製作人、歌手或團體等，例如製作人李宗盛、張艾嘉；歌手蔡琴、黃鶯鶯；優異的華裔音樂製作人李恕權在此時推出暢銷專輯《迴》等等。
推陳出新的娛樂事業
流行音樂的發展反映著社會的時代性、科技產業的市場性以及針對市場製作的娛樂性。因此，唱片製作的環境漸漸隨著娛樂形態的多樣化與消費市場機制的多變性，成為一項專門產業，影響音樂的娛樂價值，擴大商品的市場範圍。因而唱片製作的轉變經常與娛樂事業的現象彼此相連，我們回顧80年代的唱片事業，同時也可窺見此時期對娛樂需求的驚人消費市場與生活美學。
從音樂製作者的角度觀察，80年代的娛樂事業具有娛樂、休閒以及科技的生活趨向，這是在台灣經濟力上揚，社會生活富裕之後，民眾消費力增加的結果，同時，消費者的年齡層範圍也擴大。在音樂的專業製作上來說，對於「流行」的界定，呈現在專輯的音樂概念上，也就是說，透過音樂創作，尋求某些概念的傳達，使得某一層次的消費族群 (例如：年齡、性別) 藉此音樂得到發抒情感的機會，並產生共鳴。這種概念音樂具有屬性區隔的聆賞標準，所以在製作上除了強化音樂本身的訴求主題之外，在專業性的分工上更趨於成熟。我們回顧1985年在校園民歌之後，出現了一種音樂風格的傳記文學，例如：齊豫與潘越雲的歌曲《夢田》（三毛詞，翁孝良曲），歌曲呈現了三毛在文學上的心路歷程，這些音樂的曲風也是針對特定愛好者而設計的。
另外，台灣的經濟奇蹟也鼓舞了娛樂休閒的生活型態，始自1982年，在經濟建設起飛之後，突破百億美元的外匯存底顯示了我們的經濟實力。整體娛樂產業開始逐漸推陳出新來吸引消費大眾，尤其是影音媒體的革命，帶給台灣大眾生活的驟然變化，例如：電影院營業時段的改變，試辦午夜場的做法；科技產品也搭上這一時代列車，收錄音機的普及，隨身聽（Walkman）的產生，使得聆聽習慣由公開的方式改變為個人而私密的自我空間，然則媒體產業變革意味著卡帶銷售量與歌曲容量大增，有取代黑膠唱片之勢；台灣青年階層加速的美國化，以美國麥當勞飲食文化最具代表性，「速食、電影、隨身聽」的形象快速凝聚成一股銳不可擋的青少年e世代來臨。因此，整體社會大眾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時代後，相對於娛樂及休閒生活的要求與日俱增，這種需求對於娛樂事業之一的流行音樂產業與音樂創作而言，不但是一項契機，同樣也讓如此「科技控制」的傳媒時代，百家爭鳴的流行市場掀起了了前所未有的市場爭奪戰。
此時電視媒體伴隨流行音樂的市場熱絡而加入戰局，綜藝節目的製作形態如是產生。在此時期綜藝節目與唱片產業互動良好，有彼此互相加值的效果，以張小燕的「綜藝一百」為最佳的實例。該節目於1979年開播，其中不少單元結合流行音樂暢銷排行榜的概念，創造節目高人氣的收視率，像是：《創作歌謠排行榜》、《國語歌曲排行榜》、《流行歌曲暢銷排行榜》以及《流行歌曲暢銷金碟獎》這些單元，至於《金碟獎》於1984年舉辦第一屆頒獎典禮。
在80年代的唱片公司在音樂製作上各具有其特色與專業，針對不同娛樂的形態或市場的區隔，開創出多樣的歌曲形態。在此大致舉例如下，以供參考：喜劇泰斗陶大偉的《朋友歌》（1981）、台灣第一個偶像少女組合「城市少女」（況明潔、黃雅珉）的《年輕不要留白》（1985）、合唱團組合「丘丘合唱團」的《就在今夜》（1982）、音樂人梁弘志與電影人虞堪平跨刀合作的歌曲作品《請跟我來》（1983），帶有強烈的福音性曲風，收錄在蘇芮《一樣的月光》專輯中，以及當時滾石唱片首開先例的製作，以動物關懷與環保為訴求聯合旗下所有歌手合唱的創作歌曲《快樂天堂》（呂學海詞，陳復明曲，1987年），以大合唱方式進行，配合1986年台北圓山動物園搬遷到木柵的行動，在流行音樂中算是關心社會議題的歌曲。還有一項值得關注的，就是韓國歌手張鎬哲以專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1989）進軍台灣華語流行樂壇，由於其獨特的情歌風格而被冠以「深情王子」之封號，算是首先開啓了流行音樂的「韓風」。
偶像風潮開啓青少年消費文化
青少年次文化的積聚效應使其在同一階層內互相學習模仿、彼此認同，圈子內逐步形成一種相互炫耀與崇拜偶像的心理。為了塑造青少年偶像，唱片公司在行銷的策略上以吸收外來文化搶攻本地市場，例如：歌林唱片公司刻意打造「雙寶」玉女形象：歌手金瑞瑤的造型參考日本偶像歌手中森明菜，推出精心打造的專輯《飛向你飛向我》（1982）、歌手林慧萍《倩影》（1982）則是模仿松田聖子的形象。另一位玉女形象的歌手楊林由綜一唱片公司（從歌林唱片分流出來）製作與包裝，其專輯《把心留住》（1984）、《玻璃心》（1985）出品之後大受歡迎。
由於80年代偶像風潮盛行，青少年紛紛模仿偶像的消費行為，不但說明了青少年族群處在當時日本的流行時尚底下，服飾裝扮或者音樂都吹起哈日風。此外，80年代中期，國民所得首度超過一萬元，國人消費力提升，唱片公司在音樂製作與包裝上，鎖定購買力增加的青少年族群，特定市場的出現說明了消費族群年齡層降低的的情形。飛碟唱片公司據此概念，複製日本傑尼斯「少年隊」的青春少男組合，「小虎隊」便由此而生，進攻學生市場，掀起一股偶像熱潮，歌迷年齡層出現低齡化人口結構。1989年小虎隊推出了專輯《新年快樂》（與當時另一組女子組合「憂歡派對」合輯），緊接著打鐵趁熱，推出轟動全台的《逍遙遊》（1989），配合飛碟唱片的行銷手法進行全台的宣傳，打歌造勢活動的「逍遙貨櫃小虎隊」巡迴演唱會。飛碟唱片公司對於市場的操作手法極具敏銳度，適時結合時代需求以及媒體造勢，進而擴大本土市場的「商品精神」，為日後F4男性偶像團體開拓了青少年「夢幻的天地」。
主流唱片公司與獨立音樂工作室之間的市場區隔
80年代唱片市場已進入百花齊放的時代，此時除了滾石、飛碟兩大唱片公司之外，其他唱片公司如：飛羚、上格、藍白、點將、可登、瑞星唱片也紛紛加入市場大戰，刺激了流行音樂市場的蓬勃發展。與此同時，台灣的唱片產業逐步分工化與專業化，開始形成主流唱片公司行銷宣傳與獨立音樂工作室的製作彼此配合。在本土音樂如火如荼的發展之時，唱片產業將觸角伸及國際市場，從過去翻版西洋流行歌曲的經營形式，轉向與國際大廠合作代理的模式，尤其是本地的唱片公司與全球五大唱片集團（環球音樂、新力音樂、博德曼唱片事業、華納音樂以及EMI）合資模式、或是成立旗下台灣分公司的商業操作手法，這一連串的商業策略鞏固了與國際市場接軌，朝向國際化路線，以及開拓世界華語市場的基礎。
在國際接軌的策略上，本地唱片公司期望與擴張的國際公司尋求合法代理，建立有制度的合作模式，於是1985年台灣大幅修正著作權法，國內11家唱片公司組成「國際唱片業交流基金會」，1986年國際IFPI在台設立分會，使臺灣正式納入國際版權規範、共同打擊盜版行列，因為法律環境的建置，使得全球性唱片音樂集團亦關注到台灣此時的法律發展與市場需求。本地的唱片公司從代理國際品牌中學習到操作品牌、行銷手法，並藉此與國際市場接軌。以滾石、飛碟兩大公司為例：滾石唱片代理EMI、RCA（被博德曼集團併購）的西洋唱片，而飛碟唱片代理了華納公司音樂唱片，這種操作的手法不斷影響了未來市場的版圖，同時也操作了部分演唱會表演方式與傳播媒體的互動機制。1985年之前，滾石與飛碟的年發片量只有個位數，1989年因為從西洋唱片中獲利，使得年發片量超過四十張以上。
這個時期產生大量獨立音樂工作室，說明了唱片產業進入專業分工的階段，以及專業製作的音樂獨特品味。針對市場區隔，使音樂更具有特定族群或欣賞品味的階層化，新歌手與新類型音樂紛紛邁向這股音樂新潮流，獨立音樂工作室成為了另類風格的製作形象。例如：王傑，葉歡的《你是我胸口永遠的痛》（丁曉雯詞，陳秀男曲）；為電影影片合作類型，產生加值效果，如：飛碟唱片發行王傑，張雨生合唱《永遠不回頭》（陳樂融詞，陳志遠曲）；或者為新人量身打造，使用音樂行銷的宣傳概念，如：由滾石發行發趙傳《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李格弟詞，黃韻玲曲），捕捉歌手的外貌身型、聲音特點，企劃出平凡上班族變為音樂巨人的故事。綜合觀察這10年的唱片銷售量，從1980年到1990年之間，銷售產值由一億三千萬快速增長到三十八億。自此開始全球華語流行市場肯定了台灣創作發展的歷史地位，同時商業快速的增長，這也說明了唱片產業國際行銷的策略與專業音樂分工的製作是成功因素之一。這時期也奠定了下一個十年的黃金期，亦即打造台灣唱片產業的國際拓展、台灣原住民元素的音樂大放異彩以及外來華語歌手進入台灣樂壇的認同階段。
林怡君, ed. 台灣流行音樂200最佳專輯. 台北: 時報文化,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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